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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韦伯从对西方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入手，试图寻见他毕生追溯的资本

主义起源。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目前少有的介绍青年韦伯农业社会学的汉译作品，文集收录的

四篇讲稿分别触及了西方文明的“农村化” 、农业工人与农业资本家、农业转型中的国家干预及农业

资本主义的风险等议题。 韦伯的农业社会学论述既有学理价值又有时代价值，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

资本化议题极强地观照了中国今日之农业发展方向。 回顾近二十年的“韦伯研究”进路，突破既有认

知框架，重新走向韦伯的研究起点亦即“韦伯研究”的起点———农业社会学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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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０１－１０

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

家，是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中国学术界曾兴起“韦伯热” ，但对韦伯思想的

认受远没达到深入或“迷思”的程度 ［１］ 。 人们对韦伯的熟稔有选择性盲点，人们过多关注中年

韦伯研究而忽视了青年韦伯的思想和论述。 甘阳将韦伯从 １８９６ 年到 １９０６ 年的四篇演讲稿集

结成书，取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列为《韦伯文选》的第一卷，其意在反映韦伯学术生涯

早期的旨趣和关怀。 全书包含了一条主线，即欧洲农业社会的演变与转型进程。 青年韦伯

（１８９７ 年韦伯精神崩溃之前的时期）正是凭借他对农业社会与农业政策的著述而在德国学术界

崭露头角并一举成名的，而这个事实却因他日后的成就而被忽视和淡忘。 韦伯于 １９０８ 年撰写

的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一书，按时间顺序讨论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
色列的希伯来人社会、希腊的古典城市国家和罗马社会从共和国到帝国兴衰的演变，是有别于

其他著述理路与风格的历史性综合研究 ［２］ 。 回顾中国近二十年的“韦伯研究”进路，笔者认为

是时候突破既有认知框架，重新走向韦伯的研究起点———农业社会学（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一、西方文明的“农村化” ：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收录的第一篇文章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 ，是韦伯于

１８９６ 年对弗莱堡学术协会所做的讲座。 它脱胎于韦伯 １８９１ 年完成和出版的讲师资格论文《罗

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 ，与韦伯的博士论文《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
有一定关联。 韦伯在文中指出，古典西方文明早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已经没落，其具体表

现为罗马文学、法学、历史编纂的凋零乃至拉丁文的式微。 古典西方文明的本质是 “城邦文

１

　 　



明” ，其立足于以城邦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并且依赖乡村的奴隶制庄园来提供产品。 它覆灭

的根源在于“下层阶级家庭纽带的重建” ，这一覆灭又恰恰标志着农民阶级复兴的开端。
西方文明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从“城邦文明”向“农业文明”的演化。 对于这种演化，韦伯

使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他指

出：“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

换的自然经济之扩展。” ［３］３２古代战争的一大目的在于劫掠奴隶，而随着罗马帝国武力征伐的停

止，奴隶的供应也陷入停滞。 随着奴隶供应量的减少，奴隶这种“会说话的工具”变得稀缺和珍

贵，为了使“会说话的工具”的使用能够可持续，原本无权拥有家庭的奴隶终于被允许结婚生

子，这样才能为庄园源源不断地补充人手。 相应地，部分奴隶因而可以租赁或获取一定数量的

土地，从奴隶变成“拓殖农” （自耕农） 。 “拓殖农”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农业社会的质的变化，“拓

殖农”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世袭家仆” ，也就成了实质性的小农。 经济身份的变化带来了

社会身份和法律身份的变化，进而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对此重大变化，韦伯一针见血地

指出：在国家与“拓殖农”之间现在插入一个中间性权力，这就是地主，地主们（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ｅｓ）形成

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权贵阶级，他们不需听命于地方和省的行政权威，而只服从皇帝本人。 在罗

马帝国后期，在东哥特人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梅偻瘟时代的高庐，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土地

贵族阶级。 简言之，古代西方那种较单纯的社会阶层划分———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已演变为

一种新的社会划分，那便是“身份等级制” （ Ｓｔäｎｄｉｓｃｈｅ Ｇｌｉｅｄｅｒｕｎｇ） 。
“身份等级制”的形成意味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大庄园由此变成了

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庄园即 ｏｉｋｏｓ，其主要经济职能已越来越变成以它内部的劳动分工来满足自

己的一切需求” ［３］２５。 庄园依靠农民的劳役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与城市发生交易，中小市镇因

而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贸易退化，城市衰落，文明的担纲者只剩下庄园，庄园领主们成

了政治领袖，最大的领主就是国王，韦伯嘲弄他是一个“终其一生一个大字不识的乡巴佬” ［３］３３。
土地贵族阶级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性权力，过去简单的“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社会结

构被更加复杂和森严的“身份等级制”所取代。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帝国，往往以实物作

为税收的主要形式，这使得维持付薪的官僚阶层和常备军变得更加困难。 而由于领主们努力保

全庄园中有限的劳动力，国家也更难从农民当中征募兵源，不得已从“野蛮民族”中征兵，并且

要求领主自行组织武装，在危急时刻履行勤王的责任。
以上便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创生和中世纪的开始。 “一句话，西欧文明已经全盘农村化。 古

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走完整整一个轮回。” ［３］３３从城市回到农村，从“文明”回到“野蛮”———韦

伯发自心底地不认同这一历史进程的进步性！ 面对古典文明的衰落，韦伯虽悲从心来，但却将

这个轮回看作“社会结构的一种根本转型” ，而且以积极的视角将这一转型看成“不但是必要的

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的重修元气的过程” ，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自由的底层民众，此时终于

拥有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人” 。 他认为西欧社会经历了城邦文

明－城邦社会、农业文明－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商品社会三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的到来要以

前两个阶段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可见表 １。
表 １　 西欧农业社会转型的三个历史阶段

经济社会特征 古罗马时期 中世纪 中世纪晚期之后

生产者 奴隶 （依附于地主的）小农 自由劳动者

产品 经济作物 ／ 高值农产品 谷物 工业品为主

目的 为市场而生产 自给自足 为市场而生产

生产者身份 工具 依附农 自由劳动者

社会结构 二元结构：自由人与非自由人 身份等级制：国家－地主－依附农 契约制：农业企业家－自由雇工

社会形态 城邦社会 农业社会 商品社会

文明形态 城邦文明 农业文明 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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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在文末耐人寻味地说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会使市民的自由发展成为可能。”
西欧步入中世纪，虽然商品经济与古代城市的灿烂文化暂时陷入沉寂，但自由市民阶层的壮大、
古典精神的复兴却已在酝酿之中。 古典文明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 Ａｎｔａｅｕｓ） ，每次被击

倒在地，都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力量。 通过这篇演讲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中追溯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已在他对西方古典文明的论述中有所展现，“新教”之

后的中年韦伯的思想与这一阶段的认识有着较强的延续性和承接性。

二、农业资本主义兴起：德国农业农村转型

《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经济发展趋势与政治后果》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一书收录的第二篇讲稿，发表于 １８９２ 年。 韦伯在 １８８８ 年加入社会政治协会这一学术团体，并
参与该协会针对德国东部移民与农工问题的调查，据此调查和史料撰写了 ８００ 多页的研究报

告，以此奠定了他出色的农业经济专家的地位。 这篇文章可视为该研究报告的缩略版与精华

版。 文章伊始，韦伯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工人在民族当中整体地位的发展方向何在？ 工人有什

么样的前途？” ［３］３９。 １９ 世纪末期，德国处于国家统一后的经济快速发展与深度社会转型期，韦
伯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形势和对应的政治后果，而核心议题是农业工人何以演生、农业

无产阶级何以形成，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国家干预何为。
（一）农业工人如何演生

正如《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中所讲，“只有当封建时代加之于人的内外枷锁都被

打破时，……古典西方的精神遗产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 ［３］３５。 经过漫长的岁月，
土地贵族们终于感受到富裕的商业资产阶级带来的威胁。

在此文中，韦伯不再使用“庄园” （Ｍａｎｏｒ ｈｏｕｓｅ）的概念，转而使用“地产” （Ｅｓｔａｔｅ）这一概念。
他认为易北河东部的“地产”不仅是经济单元，而且是地方政治的统治中心。 这些“地产”原本

沿袭着封闭性的庄园经济，主人对农民有人身支配权，为农民配给土地、提供住房，并与农民从

土地的总收益中进行分成。 乍看起来，“地产”二字很让人费解，明明是庄园，为何此时要称为

“地产” ？ 其实，称呼的改变涉及韦伯对于庄园性质的认知转换。 在封建社会形态下，农民与领

主是家长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随着资本要素在农业改进中所占比重的提高，这种关系逐渐让

位于农业企业家与雇佣工人的契约关系，经济理性被引入生产与分配的全程：以往的分成实物

报酬被定额实物报酬所取代，后者又进一步被货币工资所取代。 分成权利的丧失、货币工资的

出现，标志着农民与领主关系的彻底改变。 此时，庄园成为地产，领主成为农业企业家，而依附

型农民则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
韦伯关注到德国东部地区农业工人内部构成的变化：在集约化的生产条件下，农场季节性

工人所占比重超过了长期工人，跨地区流动的劳工出现了，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劳动人口的核

心组成部分。 他还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土地质量越好，土地经营的集约化程度越高，长工在雇

工总数中所占份额越小，而长工的减少对于劳工的社会地位、工资率、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有

利。 然而，相比分成报酬或实物报酬，货币工资的形式对劳动者的物质福祉和安全保障是明显

不足的，百年来农业工人的主要食品从谷物和奶类转变为营养价值更低的土豆就是明证。 这也

表明，农业工人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并未随着农业资本化程度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相

应改善生活条件。
（二）农业无产阶级的前途

在封建的家长制社会结构下，一方面，农民受领主的人身支配和封建剥削；另一方面，这种

人身支配与封建剥削也暗含着农民与领主的某种“共同利益” 。 皮埃尔·布迪厄将此种关系描

述为“温和的支配” ：“佃东要有效地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便只有一日继一日，用不懈的关怀体贴

编织将他和佃农持久地联系在一起的伦理感情及‘经济’纽带。” ［４］ 而当农民摆脱依附关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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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雇工时，其获得个人解放的前提或代价也是放弃了“物质上更为有利、更为安全的地位” ，
从此生活只能靠他们自己，再也没有领主“仁慈”的庇护。 与此同时，他们从封建剥削形式进入

另一种剥削形式———“商业剥削” 。 韦伯对“商业剥削”进行了精准概述：对于工人而言，雇主是

可替换的；他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针对个别主人，而是发展出普遍的反抗的阶级意识；工人自身

也在趋向于同质化。 此时，农村劳动者在物质生活条件上日益接近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形态，
农业无产阶级已经形成，韦伯亦将这一切转变视为一场阶级斗争的准备阶段。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韦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时代，阶级问题是不

可回避的核心社会与政治议题。 １８９０ 年 ５ 月 １ 日，在法、德、意、比、荷、瑞典、挪威的许多城市，
工人阶级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 “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

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

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５］ 一战前的农民问题异常突出，恩格斯发现破产农民对

统治者的憎恨与日俱增，农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他在《法德农民问题》 （ １８９４）一文中同样关注

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形势，并且指出：“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 然而，为了夺取

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 ［６］５６６

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韦伯看到了农民抗争的必然性，但对于抗争的结果、工人形成组织

的可能性却心存疑虑和隐忧。 他觉得，“在东部农业，阶级斗争是一场徒劳而且无望的战斗，在
这种战斗中，财产和劳动者都会受害” ［３］７６，并进一步指出，“正在发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将工人

们均等化，由于利益的不同，也绝无在共同群体利益基础上组成总工会的可能” ［３］７７。 阶级斗争

为何会导致双输结果？ 针对这一问题，韦伯纳入民族和文化的维度。 他看到，在德国东部地区，
农业工人由于其分散性以及共同群体利益的缺位，无法组建一个总工会来争取更好的待遇，工
人只能把迁徙当作沉默的罢工。 大型“地产”的主人们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和债台高筑的双重压

力，不得不通过引进廉价的外籍劳工来维持经营。 结果，大量的德国农民向发达的德国西部地

区流动，而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缺口则由斯拉夫人（主要指波兰人）来补充。 他认为，斯拉夫人入

侵的威胁“可能会意味着几代人的文化衰退” ［３］７６。
韦伯最终将“文化”作为有关工人前途的一个重要命题，文中多次出现“自由”二字，“自由”

在韦伯的文化谱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由”意味着农业劳动者摆脱对土地和领主的依赖，
告别麻木与温驯，在迁徙中寻求另一种生存和生活的方式，哪怕要牺牲“含情脉脉”的物质福祉

和安全保障。 文化维度与自由实现的深层寓意仍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三）国家干预如何可能

在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论述后，韦伯表达了他对于易北河地区农业转型的双重忧虑：第一

重是阶级层面的，即民族国家内部层面，他指出“阶级斗争在一段时间内会变得严重，最终会变

得像在工业中那样糟糕” ［３］７７；第二重是民族矛盾层面的，即民族国家层面。 “自从废除了禁止

波兰流动人口的规定以来，不仅出现了从普鲁士向撒克逊的流动，而且还出现了从俄属波兰与

加利西亚———有些甚至从远自魏特劳之类地区———向东部省份的迁徙！” ［３］７５他惊异地指出，这
些外国流民在边境四省达到每年 ３ 万人！ 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的韦伯，坚持

认为日耳曼民族的领土决不能在经济发展和农业转型过程中被斯拉夫人“蚕食” 。
在双重忧虑下韦伯主张国家干预。 他认为国家要“改变双方的特性，同时剥夺地主受托管

理人的资格，这一转变涉及一场大规模的人口重新分布，也涉及生产及工人的文化危险” ［３］７７。
这里的“双方”是指容克地主和农业工人，而改变的方式是调整土地财产关系。 韦伯指出：“如

果大型地产占据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五十的土地面积，这里所展示的经济变化就不是无关宏旨

的事情，也不是只有某种量的差别，而是恰恰相反。” ［３］７７－７８德国东部土地过度集中于地主手中，
而土地集中又有着重大的政治意涵。 韦伯开出的药方放弃了“土地财产的分配是一种政治与社

会秩序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观念，而主张土地国有化和内部殖民（意指屯垦） 。 “东部地区大土

地财产不可能维持在私人手中。 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通过国家的机构系统地、渐进地，而非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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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购这些财产，将其转化为国有财产，出租给富裕农场主并提供国家改良的贷款。 ……这显

然是一个主要的职责，而且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探讨过这一职责。” ［３］８０ 在日后发表的演讲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也依旧不遗余力地强调土地关系调整的重要性。
韦伯的这一设想几乎与赎买政策无异。 赎买政策原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以一定代价把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逐步转为国有的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在一定条件下对

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实行赎买。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论及如何剥夺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土

地所有者时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

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

了。” ［６］ 中国的赎买实践亦包括民族工商业赎买与土地赎买两大领域。 众所周知，中国在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赎买政策。 而其实，中国共

产党亦考虑过采用土地赎买政策以求用温和的方式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相继起草了《关

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４ 日） ［７］ 、《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

题的批示》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８］ 、《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 （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９］ 。
这些文件对土地征购和土地公债进行了重要探索，后来在征购失败和严峻的现实情境下才走向

无偿征缴的土改形式。 土地赎买虽然只是短暂探索，但其中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深刻

回顾。

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从问题到主张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 １８９５ 年 ５ 月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的演

讲。 这篇演讲稿是韦伯政见的直白流露，所包含的是事关民族国家与民族竞争的宏旨性问题。
韦伯说，这次演讲提供了一个机会，用以“公开地针对评价国民经济现象的主观立场进行个人阐

述和辩护” ［３］８３。 这篇讲稿中带有韦伯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主要论述了民族国家与经

济政策的关系、政治的担纲者及国家的政治教育等话题。
（一）民族国家及其经济政策

在论述民族国家及其经济政策之前，韦伯首先澄清了一个被“误解”的社会现象，即德国东

部地区的移民问题的性质。 这些从东部农业地区向西部工商业地区流动的移民，代表怎样的社

会现象和社会变迁？ 对于韦伯而言，德国东部庄园区的雇农流失是一个大众心理学问题：这些

德国雇农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庄园生活的社会条件了，雇农们的“自我意识”开始增长，开始渴望

自由，有了对“遥远的地平线的模糊向往” ［３］９２。 这种迁移是自主性的，或者某种程度说是现代

性的，而非是“优胜劣汰”的结果。
他的这一论断是基于德意志帝国东部省份的农业经营现象。 根据 １８８０—１８８５ 年的统计数

据，西普鲁士省土壤肥沃地带大庄园的雇农在大量外流，而与此同时，土壤贫瘠地带的自耕农数

量却在增长。 在西普鲁士省，土质较好的平原上，庄园里的雇农主要是波兰人，村庄里的自耕农

主要是德国人；而到了土质较差的山地（德国东部） ，情况恰好相反，庄园里的雇农主要是德国

人，村庄里的自耕农主要是波兰人。 不论在哪里，德国人都比波兰人生活水平更高，能更“理性

地种植” ［３］８７。 在韦伯看来，对自由的向往使日耳曼雇农们选择了背井离乡，自给自足的生计模

式以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要求”使波兰小自耕农在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扎下根来。 结

果，德国东部的土地上出现了经济不发达民族胜出的局面，他认为“出色的”日耳曼民族是出于

社会组织或“种族优越”而无法适应低生活水平环境，才暂时失去了光芒。 韦伯指出，物竞天择

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 在人类

历史上，经济不发达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就德国而言，农业耕作模式转变，以及农业面对

深重危机的关系，使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走向胜利 ［３］９５。 韦伯就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关闭东部边

界，抑制外来劳工潮；二是将东部土地大量收归国有，以取缔那些依靠外来劳工的大庄园，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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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被贫穷落后的斯拉夫民族逐渐蚕食” ［３］９７。 韦伯在此处并非想具体讨论德国的农业政策，
而是想通过例证说明，国家的经济政策应从保护德国人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因为“我们的国家制

度是一个民族国家” ［３］９９。 对于“民族国家”的含义，韦伯在文中作了几重界定，民族国家是“以

民族统一为基础的国家” ［３］９９，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 ［３］１０３，也是“民族的担纲者” ［３］１０３。 国家

对经济是放任还是干预，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政策，都没有一定之规，而应取决于国家利

益的需要或民族利益的需要。 “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
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３］１０１

韦伯的边境法案与时下特朗普“建造的美墨边境墙”的主张无比相似，历史在此处相遇，只
不过一端在 １９ 世纪的德国，另一端在 ２１ 世纪的美国。 农业经营问题、移民问题、民族问题、文
化问题在此浮出水面，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即民族国家问题。 迪特·亨利希在《在康德与

黑格尔之间》 一书中有这样的提问： “我走遍整个帝国，却产生这样的疑问，德意志，它在哪

里？” ［１０］这是在民族国家与文化之间所做的勾连，德国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观念是：发展文化必

须倚靠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德国的启蒙运动在秉持理性、天才、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关
注的重点往往是德意志的统一与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中国，民族国家问题的论述多半想超越这个框架，其现实基础是民族国家框架不适应像

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需要；但又无可否认，民族国家的框架和政策路径依然是

主权国家的基本政治实情。 韦伯将农业发展、农业社会转型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的讨论

非常有启发意义，可以提醒我们：农业发展与转型不仅是经济问题，亦是政治问题与国际问题，
而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常常被专家和大众所忽视，甚或遗忘。

（二）政治经济学与政治担纲者

韦伯以“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嫡系传人”自居，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自我审视，指出自己和

同仁们采用的经济分析出发点或许导向某些蓄意的价值判断。 如果自上而下地观察经济发展，
学者会不自觉地成为政策制定者的辩护士；如果自下而上地观察经济发展，又会不自觉地为经

济上胜利的阶级站台。 韦伯并不认同经济的上升阶级必将掌握政治权力的所谓历史规律，并提

出了“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领导权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一个能够领导民族的阶级，必须具有

政治上的成熟性，也就是说这一阶级“按照他们的理解力，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

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任何考虑之上” ［３］１０８。 民族国家的存

在，不仅有经济基础还有心理基础，她不仅是经济统治阶级的组织，还能够团结那些经济上受压

迫的阶级。 领导阶级的存在，不仅有经济理由，还有政治理由，他们除了要掌握经济权力，还要

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 ［３］１０９。
即将就任国民经济学教授的韦伯，坚定地维护国民经济学的价值尺度，并对庸俗化的政治

经济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后者总是抱有对和平与幸福的乐观主义期待，局限于生产和分配环节

中的技术性问题，而忽视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斗争的残酷性。 作为一门以“人”为对象、以“人的

素质”为核心关切的学科，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民族性，带有民

族主义的色彩。 他毫不掩饰地说，政治经济学应当服务于政治———此处的“政治” ，指的是“整

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 。 一代学者的使命在于为保存和提高民族的素质、为后代争取生

存发展空间而斗争，而不是天真地相信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当时的德国，没落的容克地主阶级仍实行落后的封建统治，新兴的市民阶级尚未达到政

治成熟，工人阶级更是远未成熟。 韦伯坦称自己是市民阶级的一员，具有市民阶级的观点及其

“理想” 。 他指出市民阶级存在弱点，尽管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已经压倒了容克地主阶级，但前

者仍秉持“非政治”的特征，倾向于只注重经济发展结果，不像地主阶级具有一种政治本能，能
够为国家的权力利益作出贡献。 市民阶级因其重经济、轻政治，或是重经济理性无政治远见，被
韦伯视为“政治侏儒” 。 而当“政治侏儒”的拙劣表演和小市民的市侩主义泛滥成灾的时候，韦
伯深感国民的政治教育已是一项不能延迟的重大任务，而他也有志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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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任。 他叹息自己未能生逢俾斯麦统一德意志的伟大时代，但作为当年的青年学者，他仍

满怀激情和使命，要为德国政治的理智成长、为德国的民族情操永葆其肃穆庄重而尽其所能。

四、德国农业资本化进程：发展、斗争与阶段

《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是韦伯 １９０４ 年访问美国期间所做的学术报告。
主办方给定的话题是“农业社区” ，可他却更倾向于讲“农业社会” 。 在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典型

的农村社会结构已经难觅踪影，只能看见企业家式的农场经营者和流动的农业工人。 所以演讲

一开头，韦伯认为“如果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农村社会问题” ，那就是“农村社区或社会，既然已经

不复存在，能否复兴，如何复兴，以保持健康和持久的发展？” ［３］１２４。
他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他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分析之上，他认为美国已经没有农村社会结

构，美国的农夫是个十足的“企业家” ，在农奴制废除及土地安置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美国已然

没有真正的农村社会问题。 这一论断对于中国农业发展导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主流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目标都是追随美国的农业模式，而忽略了中美国情的不

同。 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没有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这一论述真是振聋发聩。 《资本主

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对比美国与欧洲的农业社会转型与发

展的情况；二是论述德国东部和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别及原因（从这两对比较中，可以看到资

本主义与传统力量的缠斗） ；三是论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呈现的回流与保守。
（一）美国与欧洲农业社会转型与发展形态对比

韦伯首先分析了美国与欧洲大陆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异（表 ２） 。 传统的力量在欧洲大陆产

生和维持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人口类型，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始终带有集权色彩，不同于美国

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平等的情况。
表 ２　 美国与欧洲大陆农村社会结构的比较

社会形态 美国 欧洲大陆

基本类型 新大陆国家 古老的文明社会

获取土地的方式 购买或垦荒 继承

土地存量 仍有新垦农地，但面积即将达到上限 没有新垦农地且土地经过长期的买卖和继承划分，价格腾贵

生产目的 为市场而生产 自给自足为主，出售剩余产品

共同体形态 个人主义生活方式 “半共产主义式的农村社会组织” ［３］１２７

农民的赋役 农民没有供养统治阶级的义务 农民为地主贡赋和服役

　 　 地域比较反映出农业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特质。 在以当时欧洲大陆为典型的传

统社会，人们关心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最多数量的人；而在以当时美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

社会，人们关心如何以最少的劳动向市场供应最大数量的农产品。 从资本主义的法则出发，传
统社会存在着人口过剩、效率低下等问题；而从传统社会的伦理出发，资本主义对物质的过度迷

恋、对资源的过度榨取同样叫人难以忍受。
资本主义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冲突不仅仅停留于经济层面，还会上升到政治层面：为政治和

国家服务的贵族（ ｌｉｖ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会否从政治舞台谢幕，让位于靠政治和国家吃饭

的（ ｌｉｖ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资产阶级职业政客？［３］１３２在美国，二者的矛盾最终靠残酷的南北

战争得以解决，北方工业资产阶级最终战胜了南方庄园贵族，终结了北美的封建制度。 然而在

欧洲，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反对力量，远比在美国复杂，不仅有传统的农村贵族，还有官僚、教会、
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等，前面三个天生对钱不感兴趣、崇尚传统伦理与价值，最后一个则直接与

资本对立。
“现代资本主义式的竞争所产生的强大动力，与农业一股保守的反对力量相互冲击。 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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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化了古老文明国家的农村反动力量。” ［３］１２８尽管欧洲大陆也经历过革

命的洗礼，古老文明的遗产却从未被彻底去除；资本主义在美国的旷野上所向披靡，到了历史悠

久、人口稠密的欧洲，它却不得不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农村社会发生一番复杂的化学反应。
（二）德国东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别及其原因

韦伯指出，欧洲大陆各种社会力量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源于土地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冲

突，而当时的土地贵族和他们的祖先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用德国的例子来讲述欧洲贵族地

主阶层的转变过程，并以德国东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别作为切入点（表 ３） 。 在 １３ 世纪和 １４
世纪期间，德国东部和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是相对一致的，而 １６ 世纪以来，两个地域开始出现

差别，并且差别持续扩大。
表 ３　 德国东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比较

社会结构 德国西部 德国东部

地主是否侵占土地 否 是

地主是否亲自务农 否 是

生产关系 ／ 经营模式 小自耕农占据主导地位 地主雇工经营

地主收入来源 地租和各种捐税 农业生产

发展方向 工业资本主义 农业资本主义

　 　 这些差别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是欧洲革命浪潮导致封建地主制度的瓦解吗？ ———东西部

的差别早在革命之前就已显现；是国家统治者和贵族政治力量的消长吗？ ———虽说强大的统治

者更能成功地保护小自耕农，但是在西部，国家的力量相当薄弱，贵族阶层却没有吞并土地的念

头，这与国家统治者的介入无关。 韦伯也排除了土壤的差异，甚至排除了种族之间经济头脑优

劣不同的因素。 他指出造成东西地区差别的关键因素在于历史上形成的经济环境要素，表 ４ 简

要归纳了两大区域的经济环境差异。
表 ４　 德国东西部经济环境的比较

经济环境 德国西部 德国东部

开发历史 远古时期已有农民自由耕作 晚近时期始有屯垦

地形 山麓、河谷、高原犬牙交错 平原

农产品种类 丰富 单一

贸易 地区内以交换为主 出口为主

交通 本地交通发达 长途运输发达

城镇 密集、繁荣 稀疏、衰败

市场 广阔 狭小

　 　 在数百年来形成的环境制约下，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不会因外力作用而轻易变化。 １８４８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虽然动摇了封建地主制度，解除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支配与依附关系，却未

能改变“土地的命运” 。 东普鲁士的土地仍然握在地主手中，没有分给农民，否则两万多个大庄

园———“普鲁士当时仅有的资源”就会毁于一旦，国家就会丧失重要的物质基础。 毕竟“像普鲁

士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工业尚未发达，不能失去东部地主在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免费支

持” ［３］１４８。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从东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异中可以看到资本对传统农业的影响。 德

国西部的农业生产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那里出现了面向市场的城郊小农户，他们在生产效率

上超过了雇工经营的大型农场，并成功地开展了合作社运动。 可是在德国东部，资本密集型的

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小农户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合作的热情也被经济个人主义所淹灭。 相

应地，西部的土地贵族发展成为“地主” （Ｇｒｕｎｄｈｅｒｒｅｎ） ，通过地租、高利贷和捐税来剥削农民；而
东部的土地贵族发展成为“庄园主” （ Ｇｕｔｓｈｅｒｒｅｎ） ，先圈占农民的土地，然后雇佣农民来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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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将产出的谷物出口到国外。 西部的“地主”能够悠然地“从土地中榨取收入” “把农民当成

生财工具” ；而东部“庄园主”却不得不兢兢业业、惨淡经营，时刻被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起伏牵动

着神经。
（三）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瓶颈

尽管美国的农业和农民未曾受到历史传统的束缚，韦伯仍然断言，年轻的美国终有一天会

遇到与古老的欧洲同样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对于农业发展已达饱和状态的古老文明国家所

产生的问题。” ［３］１２７所谓“饱和” ，主要表现在地价飞涨、劳动力过剩、土地的边际产出递减等方

面，通俗地说，就是人们不再指望通过农业发财了。 此时的农业资本家的最优选择是转变为食

租的地主，而不再投资于农业；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租入土地，而不是在自有的土地上耕作；普
通的小自耕农，要么选择放弃土地，要么倒退回最原始的自给自足状态，不再参与市场竞争。

置身于韦伯的时空中，我们可以说，昨天的英国，就是今天的德国，也是明天的美国。 所谓

“英国式地主” ，作为土地的垄断者与出租者，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地租。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

互分离的情况下，他们无须直面农业经营的风险，只消从居高不下的地价中获得持久收益，即使

农业危机来临，也能稳坐钓鱼台。 德国正处在变迁的过程中：一方面，容克地主变得越来越像资

本家，以企业经营方式追求农业利润。 在地价上涨的压力下，他们停止向雇农配给土地和发放

实物报酬，转而支付货币工资；不再雇佣长期工人，只在农忙期间雇佣散工；大量引进 “廉价”的

斯拉夫劳工，迫使那些无法接受超低工资的德国雇农远走他乡。 另一方面，资本家却变得越来

越像地主，他们大量收购土地，并通过“限定继承”的方式暂时拥有贵族的姓氏和徽号，还玩起

“编纂族谱”等种种制造社会等级的花样。 至于美国，韦伯一再预言，等到荒地垦尽、人口拥挤

的那一天，曾经充满冒险精神的创业者，都会想尽办法变成不劳而获的食租者。 那时美国将面

临“严重的农村社会问题” ，这种问题甚至不能像黑奴问题那样用战争解决 ［３］１５４。
“工业垄断和信托是无法持久的机制，生产条件不断改变，市场上的资产价值也日新月异；

工业垄断资本也没有集权特征和贵族政治的印记。 然而，对土地的垄断总会创造出一个政治贵

族阶层。” ［３］１５４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农业经济规律：当投资进入边际报酬递减的阶段，各行

各业的精英们都会走上土地占有的道路，因为这是保存和传承财富的最佳手段，甚至是跻身统

治阶级的通途。 而让韦伯忧虑不已的“严重社会问题” ，依然表现在种族或文化层面。 当土地

的经营者们完全从经济理性出发来作决策，对于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使得农场数目增加、
东欧移民大量涌入，导致农村出现“无法被美国文化吸纳的新人口” ，发展出来的社区难以承载

“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伟大创造” ［３］１５５。
对照德国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国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与农地“三权”分置，无不与此进程

有着类似的进程与动因。 而其中，韦伯对资本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新兴资产阶级将会对土地产

生渴望并成为“土地贵族”的论述，对中国的土地政策制定与实践有重大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韦伯说：“大地产永远是最基本的财富形式，因为即使是用于投机的货币也来自地产，而且通常

大投机商也是大地主。” ［３］１４韦伯看到了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重大意义，因而他所关心的政治经

济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与“大地产”的命运有关。 他主张应通过国家干预来遏制土地的

私人垄断，这是应对当时德国农业和农村危机的当务之急。 面对中国如今资本大举下乡的局

面，韦伯的主张依然有“盛世危言”的作用。
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每年有几千万名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民身份转化与职业

的转变、地权关系的调整及未来乡村发展权利的主体性重构构成了新的时代议题。 试图通过资

本下乡、市民下乡的方式来构建农业现代化，不仅是事关农村经济利益分配的微观景象，更是事

关农业主体性选择与农业出路的宏大叙事。

五、小结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解释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缘起，其余三篇文章通过对德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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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分析，刻画了封建的经济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冲击下缓慢的瓦解过

程。 这本薄薄的小书承载了欧洲社会发育与转型的厚重史实，而叙事的原点不是别的，正是农

业和农村。 如韦伯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中所言：“如果一位美国人在

研究欧洲时，忽略了欧洲大陆的农村问题，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３］１３６韦伯非常重视农业

社会研究。 韦伯的农业社会学思想广博、涉猎极深，体现了韦伯认知一贯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今
日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解与破解需要重回青年韦伯，回到原初的农业社会转型、农业工人出

现、资本下乡与国家干预等基本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讨论。
此外，韦伯的农业社会学论述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极为紧密，如甘阳在《韦伯研究再出发》中

指出的，“韦伯全部问题意识都是从当时德国大大落后于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这种焦虑意识出

发的。 ‘德国韦伯’的这种历史处境及其焦虑意识，不消说乃与我们中国人至今的历史处境和

问题意识有更多的相关性” ［３］９－１０。 不论是古罗马的衰亡、中世纪的降临，还是 １９ 世纪末德国东

部边疆的劳工和移民状况，又或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可能出现的新式土地贵族，韦伯所关心

的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都牵涉他在复杂国内外形势下对“德国道路” ，抑或说“德国出路”的思

考。 如今正值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我们似乎能从韦伯探究的德

国故事中，捕捉到中国农业社会转型的过往。 相信此时若能重新认识青年韦伯、深入挖掘韦伯

的农业社会学思想，无论对于学术积累还是政策实践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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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Ｙｏｕｎｇ Ｗｅｂｅｒ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ａｌｌ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ａ ｒ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ｂｅｒ􀆳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ｔ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ｔｏｕｃｈ ｕｐ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 ｒ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ｅｂｅｒ􀆳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ｏｔｈ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Ｗｅｂ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Ｗｅｂ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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